张轴材先生：

    我们有缘相识于八年以前；承蒙不弃，经常赐寄贵公司的数字化产品，十分感谢！

此次我们又将能相会于秦皇岛会议，聆听高见，非常高兴。正如先生来函指出，民间书同文研究要争取官方支持。十多年来，我们作了种种努力，始终没有任何官员正式表态；只是我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官方和半官方负责人的私交都很好，他们十多年来一直对我和书同文研究十分关心。去年，我们才正式有了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接受成为它的分支----专业委员会，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有了头衔和身分。在此两岸出现了良性互动局面之际，我们更有了想为书同文出大力的激情。我衷心地期待能与您和贵公司进一步合作，在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盼望先生能在会议期间给予指教。
十分感谢您为会议提供技术支持。请向尊夫人问好！此致

夏安
周胜鸿    2009年7月17日于上海
附上拙文两篇，请指教。

汉字“识繁写简”是必然趋势
   -----从潘庆林委员的提案说起
                      俞步凡  周胜鸿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先生提了一个有关“恢复繁体字”的提案。他列出三大理由，建议全国用十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引发了民众的热议，网络论坛上更是十分热闹。上海<<新民晚报>>就在3月5日和6日两天发表了许多读者的评论，编辑在按语中写道：近年来，国内建议恢复繁体字的声音不绝于耳，有学者曾建议用50年时间全面恢复繁体字。评论中有人说，潘庆林先生有关“恢复繁体字”的提案是孤掌难鸣。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据笔者所知，最近几年光在全国政协、人大会上，有关汉字繁简问题和呼吁台湾海峡两岸繁简汉字书同文的提案，几乎是年年不断，由此而引发的海内外民众的热议，更是此起彼伏！可见，有关汉字繁简问题和台湾海峡两岸繁简汉字书同文的问题是有着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的，是越来越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热烈讨论，是不能再对此置若罔闻了，现在是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认真讨论并加以解决的了！
我们暂且不去分析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汉字简化政策的是是非非；现在也不能做到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因为确如许多人所说的，全国十多亿人使用了几十年的简化字要说废除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但是，简化字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更是突显出来了，对此，我们总不能一直对此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吧！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个“亡羊补牢”措施，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来比较好的解决呢？我们认为：办法是有的，那就是“识繁写简”！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汉字改革者、爱国归侨袁晓园女士就提出“识繁写简”的主张。当时，她的这个意见曾经遭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有的甚至还给她扣上了“与台湾遥相呼应”的大帽子。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在经过思考、研究和教育实践之后，已经开始认识到“识繁写简”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或许会成为解决繁简汉字之争乃至在海峡两岸实行书同文的可行之途。
早在1991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办的<<语文建设通讯>>就率先推出了“一刊两字”的方针。编辑部说：《语文建设通讯》决定采用“一刊两字，繁简兼容”的方针编印出版，“这个方针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没有人提出反对。”当时，我在该刊发表了<<由“一刊两字”想到的>>文章，对此表示支持；我说：我想，贵刊实行这个方针之所以受到欢迎，并不是大家对这个方针特别有好感。而是反映了人们既不满意大陆“废繁立简”的文字政策，也不苟同台湾固守陈规一律用繁的规定这样的心态吧！我也同样欢迎贵刊这个方针，但并不想祝它长寿。因为，我认为采用“一刊两字、繁简兼容”的方针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汉字会长时期地处于“一字二体”的畸形状态之中的，中华民族“书同文”的日子必将到来(该刊第33期1991年3月出版)！从此以来的十多年，该刊一直坚持“一刊两字，繁简兼容”的方针编印出版。
据笔者所知，最近几年来，菲律宾华文教育中心已经在其境内所辖的华文学校推行“识繁写简”方针，他们主办的<<华文教育>>报纸和所出版的书刊都遵循“繁简并存”的“一刊两字”原则，用繁体汉字和简体汉字排版的文章在书刊上同时刊登，各占其半。这一做法受到了普遍认同和好评，就连“局外人”、美国华裔刑事专家李昌钰博士也对此表示肯定(<<华文教育>>第18卷第4 期第3版2008年12月15日出版)。

与海外相呼应，大陆也在不断呼吁、研究、尝试的努力之中。
早在2004年3月，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建议在小学选读繁体字”。此议曾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当年“新浪网”为此开辟了“今日话题：今天的青年人是否需要掌握繁体字”讨论。短短的三个多月，网上的评论合计600多条；其中持反对的占45%，持赞成者占42%，几乎是势均力敌(<<汉字书同文研究>>第六辑 香港鹭达文化公司2005年5月出版)。
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宋祖英、郁钧剑、黄宏、关牧村等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提案一出，众议纷纭。后来，教育部长亲自出面以简化字是“国策”为名，试图让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2008年3月21日晚，在设于长沙五一大道新华文商厦阅读花园资讯咖啡馆的第113期《你说话吧》讨论现场，近30位话友就以“简体字不利于传承传统文化吗？中国人该不该认识繁体字？”为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参与本期讨论的话友，主要是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市民和网友，数名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也应邀出席，与话友一起交流和探讨。
另据<<京报网>>记者江村报道：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一位专家表示，简化字与繁体字其实各有优势，应提倡“识繁写简”的做法，即在现代汉语中写简体字，但需要会认繁体字。这不仅有利于中华文化历史的传承，也有利于两岸的交流和发展。（http://www.beijingdaily.com.cn/xwzx/whyl/whxw/200812/t20081219_496295.htm）
吕叔湘先生曾在《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1年版）说过：简化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写字能够快些。写字要快，本来有两条路：可以减少笔画，也可以运用连笔，就是写行书。光是减少笔画，如果还是每一笔都一起一落，也还是快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写字总是带些行书味道的，但是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有时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教教学生写行书，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认识？这里又遇到一个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体和手写体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得互相迁就，一方面在简化汉字上搞“草书楷化”，一方面在学校里只教楷书，不教行书。为什么别种文字一般既有印刷体又有手写体，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呢？这是因为要求不同：印刷体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写体要求写起来快，所以连绵不断。如果我们允许手写体和印刷体可以在不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简化字本来是可以不去简化它的。例如“鱼”字的底下，如果书上印成四点，笔底下写成一横，似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转引自<<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七辑第8页2008年1月香港鹭达文化公司)
上海华东师大詹鄞鑫教授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识繁写简、繁简对应”的方案。他说：据我所知，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有正体与手写体的分别，有的还区分大小写。汉字在实际生活中也同样有正体和手写体的区别，但在中小学的识字教育中从来没有关于行书和草书的教学内容。如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教正体汉字的同时，就教行书的写法，例如“說－说”、“學－学”，这样，既维持了汉字的传统正体，又简化了日常的使用。这是多么的方便啊！一旦建立了正体和手写体的对应关系，不仅本来就属于手写体与正体关系的字，如“貝贝，車车，專专，爲为，芻刍，盡尽，魚鱼，糸纟，言讠，見见，金钅，門门，頁页，食饣，馬马”等，就是那些其他方式简化的汉字，例如以异体代替正体的“万萬，無无，棄弃，傑杰”，以古体代替正体的“氣气，從从，網网，復复”，以俗体代替正体的“陰阴，陽阳，亂乱，蠶蚕”，以及简省偏旁或笔画的“廣广，條条，務务，虧亏，習习，飛飞，電电，麗丽”，新造形声字或标音字“襯衬，認认，燈灯，礎础”，新造会意字“塵尘，雙双，寶宝”，简单符号代替原构件的“鳳凤，對对，雞鸡，風风，這这，劉刘，棗枣，攙搀”等，都可以当作手写俗体来处理。这样，就真正建立了汉字的两体，既方便了日常书写，又不妨碍传统文献用字的延续和正体字的规范性。 (<<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七辑第8页2008年1月香港鹭达文化公司)
由此看来，“识繁写简”是许多专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字教育和汉字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笔者主张：两岸同时实行“识繁写简”：即大陆开放中小学进行繁体字教学，印刷仍维持使用简化字；台湾则开放使用简化字(可在<<标准行书范本>>基础上适当扩大些)，印刷照常使用“标准国字”。如果能这样，两岸汉字统一的日子一定不会很远了！

多年来，海内外语文学界对于繁简汉字孰优孰劣的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海内外实现汉字书同文这个举世关切的大事长期不能解决，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认为，我们大陆首先要把解决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样，海峡两岸如果都能奉行“识繁写简”方针，长期困惑人们的繁简汉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那么，海内外书同文字问题也就能够比较容易解决了。(2009年2月20日写)

 作者介绍：俞步凡(上海译文出版社)

            周胜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

注：本文发表于2009年5月出版的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红字系编者所加，兰色楷体字系原文所有，发表时为编者删去。

“识繁写简”的前提是全面调整“非对称繁简字”
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  周胜鸿
2009年5月出版的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92期发表了我和俞步凡的<<汉字“识繁写简”是必然趋势>>一文，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我想，这又一次说明繁简汉字何去何从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原则上是一份季刊，要几个月才能出版一期；在这里，我想借助网络先来说几点补充意见。

第一，实行“识繁写简”是两岸在汉字书同文问题上一项两全其美的“双赢”成果。

二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一直在呼吁、研究和探索汉字书同文；但是，两岸当局在繁简汉字统一问题上没有任何行动。目前，两岸出现了良性的互动局面，经过商谈，在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获得了一系列被称之为“双赢”的成果，为两岸民众所欢迎。两岸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各自使用繁简汉字；但是，彼此又不禁止简繁汉字在特定范围内的使用，例如，台湾有一套供人们书写的<<标准行书范本>>，大陆则允许在书法、古籍等方面使用繁体字。这就为两岸同时实行“识繁写简”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如果一旦决定两岸都可以“识繁写简”，则一没有改变两岸各自的文字规范，二也没有给两岸民众在学、写汉字中造成多大的困难，这是两岸马上就可以经过协商决定实现的事情，这岂不是又有了一项两全其美的“双赢”成果吗？

第二，目前，两岸在语言文字问题上都已释放出了很多的善意，我认为，现在实行“识繁写简”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

大陆方面的努力，我们在<<汉字“识繁写简”是必然趋势>>一文中已经叙述了很多；台湾方面的努力，最近也常见诸报端。这里略举一二。台湾地区也表达了希望两岸“书同文”的愿望。据报道，最近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表示，海峡两岸已成功举办多次经贸论坛，未来应该举办文教论坛，希望达到两岸“书同文”的目标。他呼吁印刷、出版时应该采用“正体字”(即大陆所称的繁体字)，手写的时候可以采用“简化字”。马英九还建议两岸民间学者共同编写包含繁简汉字并列的“中华汉字大辞典>>，以方便两岸交流。台湾当局还提出了汉字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与此同时，台湾已迈出了走向书同文的第一步-----2009年4月1日台湾行政部门下令各县市、368个乡镇完成汉语拼音正名，台湾全部使用汉语拼音，这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书同文。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珍惜历史给予我们的良机，共同努力来推动两岸早日实现汉字的书同文！

第三，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行了“识繁写简”，只是两岸走向书同文的第一步，或者说仅仅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要真正做到我们国家的文字全面规范化、统一化(例如要在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要达到“字同文、语同音、词同字”)，必须要化大力气地进行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全民族的、浩大的文化工程。十多年来，我们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正是这样在努力，并且还将要继续努力下去！

    我们还主张：“识繁写简”的前提是全面调整“非对称繁简字”。我们从2001年的第三次书同文研讨会和第三辑<<汉字书同文研究>>论文集开始，就把全面调整“非对称繁简字”作为书同文研究的一项重点研究课题。在今年八月1—3日将在秦皇岛举行的第十二次书同文研讨会上，又把全面调整“非对称繁简字”作为研讨会的主研究课题。

我在由教育部有关部门主办的、2002年6月举行的《简化字问题研讨会》上曾经提交了一篇论文《非对称繁简字规范化整理的学术探讨》，建议调整五十多组非对称繁简字(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第 18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经过最近几年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同时参考和吸取了海内外几位专家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 现在认为有必要全面调整《简化字总表》所列的110多组“非对称繁简字”，作为迈出汉字书同文的重要一步。
在<<简化字总表>>中有110多组“非对称繁简字”。按照简化方法,可以把它们归作两类：一类是简化后合二为一取其简体兼代两个字。例如“‘丰’采”的“丰”与“‘豐’富”的“豐”、“‘冬’天”的“冬”与“‘鼕鼕’响”的“鼕” 、“茶‘几’”的“几”与“‘幾’个”的“幾”、姓氏“郁”与“抑鬱”的“鬱”、“人云亦云”的“云”与“雲彩”的“雲”、“‘團’结”的“團”与“面‘米团’”，“‘出’门”的“出”与“一‘齣’戏”、“烟‘斗’”的“斗”与“‘鬥’爭”、“木‘板’”的“板”与“老‘闆’”等等，这些“非对称繁简字”中的兼代字，从文字学的原理来看，几乎都是些“错别字”，写这类字在过去是一个人文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另一类则采取了先合二(或合三)为一，再简化的方法。如“(摆)擺脫”与“衣襬”、“(历)歷史”与“日曆”、“(发)發財”与“頭髮”、“心(脏)臟”与“骯髒”、“(纤)纖維”与“縴夫”、“(干)幹部”与“乾燥”，等等。这些“非对称繁简字”中的兼代字，从文字学的原理来看，也几乎都是一些“错别字”；而在汉字简化之后，这些字却被规定为“规范字”！
为什么要调整这些“非对称繁简字”呢？

第一，非对称繁简字是造成社会用字混乱和影视剧字幕错别字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全国各地的社会用字混乱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令人惨不忍睹的地步了；政府有关部门多年来的整治往往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这些社会用字混乱表现主要是人们不懂得正确使用非对称繁简字而造成的。例如：成都青城山把“五斗米道”写成“五鬥米道”；少林寺把“一口鐘”写成港胞捐了“一口鍾”；大街小巷许多“理髮店”把店招写成“理發店”等。

第二，非对称繁简字的存在，造成计算机处理和中文信息交流的完全自动化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1000个高频汉字在电脑里进行自动繁简转换，結果有一百多个字出现了问題，闹出了不少笑话(见《汉字书同文研究》第四辑第20页)。华东师范大学詹鄞鑫教授在《关于简化字整理的几个问题》论文中指出：由于简化字中采用了同音替代，造成在计算机繁简字转换时无法实现完全的自动化。即使带有一定智能化转换功能的中文处理软件Word 2000，在汉字繁简转换时的差错率也是不小的。本来计算机可以一瞬间自动完成的工作，由于这种简化字的同音代替导致不得不化费数日的劳动来一一检查（而且这种检查不是普通打字员能够胜任的）。可以说，这个因同音替代造成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计算机处理和中文信息交流的完全自动化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所以，他提出：一切妨害汉字信息处理和交流自动化的障碍必须扫除，非同源的同音替代必须无条件地取消。 (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第 28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李禄兴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四辑)第82页，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我们非常赞成詹先生的观点。
第三，非对称繁简字的存在，造成了阅读古籍的困难，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多年前，一个外国研究生在图书馆里找不到《後漢書》。这种《后汉书》式的笑话，至今依然在众多的大学生中演绎着！

第四，非对称繁简字的存在，造成了海内海外文化上的隔阂和人们心理上的距离。

台湾学者王天昌先生在2006年10月3日来信中曾经说过：“您们为汉字书同文而努力，为国家贡献颇多，我们真应当感谢您们。在台湾，许多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两岸会取得共识，文字语言先统一起来。台湾诗人余光中，他是福建人，大陆解放时到台湾来的大学生。他姓余，但是大陆的朋友写信给他，却把“余”字写成“餘”字，他变成“餘”光中了。因为大陆朋友认为‘余’是简化字，它的繁体字应当改成‘餘’字。闹成天大的笑话。我认为：两岸不但要‘书同文’，还应当‘语同音’、‘词同字’(《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34页，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8月1日版)。

我曾经请台湾学者王敏东博士在台湾作过“非对称繁简字”在台湾民众中的反应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除了“才(纔)”与“克(剋)”两组，其他“非对称繁简字”，在台湾民众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对于这110组繁简字认为须繁简划分开来的意识很强”，特别是用作姓氏的“万、余、沈、范、苏、涂”六个字，更是不能接受！(《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文集》第45页，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8月1日版)。
综上所述，可见“非对称繁简字”是人们正确使用汉字的极大障碍。多年来，海内外学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它口诛笔伐，我们没有理由再不去对它作一次全面的调整。

在当前，要对两岸四地的繁简汉字作全面的调整可能会是困难重重，那怕是先调整少量的几个，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要全面调整110多组非对称繁简字，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只要恢复使用100多个被废除的繁体字就行了。所以，作为早日实现汉字书同文而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建议对下列110多组非对称繁简字拟作如下处理和调整:
一、有的非对称繁简字已约定俗成，使用长久，可保留已有的简化字，有“别(彆)、才(纔)、体(體)、万(萬)(作姓氏的听便)”等4字。
二、有的非对称繁简字中的繁体字，由于笔划确实繁多，建议另造新的简化字。属于这一类的只有“籖(可否新造‘竹千’，上下结构) 、嚮(‘乡向’左右结构)、鬱(‘忄有’左右结构)、籲(‘口余’左右结构)、髒/脏(‘骨庄’左右结构)”等5个字，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三、.有的非对称繁简字, 可以采取偏旁类推的简化方法作些调整。例：恢复“錶”这个繁体字，其偏旁“金”可以类推简化为“钅”，似乎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四、其余非对称繁简字，一般都要恢复原被替代的繁体字。

经过这些调整，简化字全部是与繁体字一一对应的了，才不会发生上述种种怪现象了。

所以我们说，全面调整“非对称繁简字”，是实行“识繁写简”的前提；否则，也会发生像姚德怀先生所指出的把“程十髮 ”认作“程十發”、把“蒋幹”认作“蒋乾”那样的怪事的！
至于如何全面实现两岸四地的汉字书同文，以及在汉字文化圈和全世界实现汉字的书同文，这是将来的巨大工程了！

在此，我们敦促两岸有关当局早日把书同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呼请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早日实现汉字书同文！
（注：此文2009年6月2日发表于<<语言文字网>>www.yywzw.com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网>>7月10日）
